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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與天主教相遇的客家人是誰？在那裡？為何？由於缺乏有關的文憲

這些問題都不是本文所能回答的。但從歷史上曾存在不少天主教客家村落這事

實來推算，他們的相遇總是曾發生過的。

客家人方面，他們的成為客族、其客語來源、地域分佈、甚至客家的定

義，都是學術上曾熱烈討論的話題。客家研究學者羅香林認定客族的大遷移，

自兩晉永嘉之亂 (311年) 起，經歷唐代、兩宋、清初至近代共五次。1 亦有論

者再推前到秦始皇為統一全國所派遣到粵北的大批軍民才是第一次的遷移。

客家人的分佈地區，以廣東東北部，江東南部，及福建西南部一帶最為

集中；這三個區域，實際上是連在一起的，可統稱為「粵贑閩邊區」，為清一

色之客家居住地區。在這個邊區，嘉應所屬梅縣、興寧、五華、平遠、蕉嶺五

縣，地處韓江上游，與潮汕地區相鄰接，地勢衝要，因有韓江舟楫之利，交通

較為方便，無論商賈經商，文人就學應試，都無多大困難，所以人口密集，文

物富盛，一向被視為客家人的中心地區。2

十九世紀中葉，洪秀全 (1814–1864) 在客族地區發起太平天國運動

(1851–1864)，以西方宗教意念組織「拜上帝會」建立政權，其中天翼王

石達開 (1831–1863)、南王馮雲山 (1822–1852)、北王韋昌輝 (1823或1826

–1856)、東王楊秀清 (1821–1856) 都是客家人。百辭莫辯地，這事件使客家

人與政治鬥爭及西方宗教，掛上了密切的關係。

其後，咸豐、同治年間在廣東四邑的土客械鬥 (1855–1867)，更突出了

客家人作為後住民與本地的先住民之間的經濟利益及文化衝突。3 鄭德華的博

士論文指出參與土客械鬥的客家人中滲有太平軍餘部，所用武器包括紅毛槍、

大砲、地雷。這更顯得客家人與太平天國及西方的聯繫。械鬥後，客人部份遷

回嘉應、潮州、惠州，部份遷至廣西、雷州、海南，或東南亞、美洲等地。4

由於這場械鬥中，客家人失利，加重了他們向外尋求保護的迫切性。

除了華人一般的刻苦耐勞、剛健團結、崇拜祖先，這些質素外，客家人

作為地域內的後住民，在社會、地理、經濟上都往往處於邊沿地位，他們重視

教育及離鄉遠赴海外謀生，使他們更能與西方傳教士建立起關係。方宗熹更形

容客家人為東方的猶太人一般到處為家。5

首先，有關重視教育方面，客家人由於要在瘦瘠的山區居住，為求跳出

務農劣境而找出生路，他們對下一代的教育特別著重，希望藉此建立較安穩的

生活。帝制時代的科舉吸引客家子弟考取功名，清末廢除科舉後，他們便努力

入學校接受新式教育。

傳教士在客家地區開辦學校作為傳教的第一步，正配合客家人的需要。6 客家的傳統由婦女負起農耕的任務，就是讓客家男子專心讀書求取功名。當

科舉制度在清朝末年 (1905年) 被取消後，促使子弟入學校讀書便是為了融入

新時代，增強在城市求職的本錢。客家人也是藉著教育水準的提高，增加向外

的流動性。客家人本來向外流動的能力很高，加上天主教會與世界各地的緊密

連繫，他們很容易藉著傳教士的轉介或推薦，移居外國。7 所以傳教士辦學正

好把傳教的目的和客家人的需要配合得天衣無縫。8 事實上，在華南族群中，

客家人被譽為富有活力和高度智慧，教育機構之多，管理之好，皆優於其他地

區。9

西方傳教士在客家地區辦學，最能配合他們的要求。教會在傳教過程

中，很注重興辦學校，傳授宗教和一般的科學文化知識，在清末民初的教育中

佔據重要的地位。10 傳教士重視建立學校為教友提供天主教教育。另一個重要

原因是藉著天主教學校，製造一些接觸非教友學生及家長的機會。11

其次，遠赴海外謀生方面，客家人要衝出山區，向外發展，所以往海外

謀生的客家人很多。外來的新事物亦隨著回鄉的客家人而被吸納。客家人自明

朝中葉起，逐漸向海外發展。一方面由於人口膨脹，需要向外轉移；另一方

面，東南亞被西方殖民者征服後，亟需吸收勞動力來發展其殖民經濟。12 於是

客家人也緊隨福佬人和廣府人之後，開始向東南亞拓殖。13 太平天國運動和廣

東“土客大械鬥”失敗後很多客家人被迫前往海外謀生。14 清末年間，每年移

民多達五萬。他們移民至新加坡、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以及南太平洋其

他島國。15

客家人大量出洋亦基於國內政策的改變，光緒《嘉應州志‧

禮俗》中的記載：『自海禁大開，民之趕南洋者如鶩。始至為人

僱用，遲之又久，囊橐稍有餘積，始能自為經紀，其近者或三四

年，五七年始一歸家，其遠者十餘年二十餘年始一歸家，甚有童

年而往，皓首而歸者。』16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

攻陷北京，逼迫清朝政府簽訂《續增條約》（通稱北京條約），

其第五款規定：『凡有華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國所屬各處，或在

外洋別地承工，俱准與英民立約為憑，無論單身或願攜帶家屬一

併赴通商各口，下英國船隻，毫無禁阻。』17

綜合來說，客家人出國的原因不外政治迫害、建制壓迫、生活貧困、逃

避“壯丁”、隨夫出洋、繼承遺產、留學定居等。18 這些原因沒有包括宗教因

素在內，但事實上卻增進了與西方宗教相遇的機會。

清初到南洋謀生的客家人進教後，他們回鄉宣傳亦是傳教的媒介。尤其

是以“水客”作職業的客家人。19 一位從事這行業已有30多年的水客稱二十世

紀五十年代前每年跟他出洋的有50人左右，由他先後引路出去的共有一千多

人。該村六位“水客”，他們前後引路出洋總數近5000人。據初步調查考證，

20世紀40年代前的30年間，是“水客”往來的“黃金時代”。“水客”受到華

僑、華人的信賴，是因為他們溝通了國外和家鄉的友情，能替僑胞和眷屬攜帶

物品，或先行墊支“新客”出國一切費用及代華僑辦理事務。20 1844年禁教鬆

弛後，回鄉華僑將天主教信仰帶回家鄉更為普遍。客家人在南洋遷移的經驗，

使他們自然地更勇於接受新事物。奉教後亦成為傳教的先鋒。21 水客的角色也

無形中起了推介西方宗教的作用。
客家人接受福音

西方傳教士在客家村落出現時，代表的是西方的文明新氣象，新勢力，

新思維。人民在清朝末代求變的時代中，不能用鄙視的眼光把他們當作蠻夷。

西方的勢力使朝廷逐漸地對傳教士的活動解禁，看在一些中國人的眼裏，是一

種公開鼓勵人民接受外來事物的提示。再加上西方物質文明的一些實際好處，

村民再不能只顧牢牢地守著故舊的傳統和事物。傳統的勢力和代表它的宗族架

構已變成諸多求索而無力的保護者，當村民需要保護時，便要考慮這些新的外

來者。傳教士以剷除迷信的方式來引入新的宗教，姿態上是以新文明的啟蒙者

自居，是村民接觸西方文明的媒介。為這些村民，領洗入教便是踏出悶局的第

一步。22

研究香港天主教歷史的學者田英傑神父認為客家人的鄉村比較樂於接受

福音的宣講。23 他解釋說這現象可能是由於客家人是「客居他鄉」的人，而且

部分族人曾移居或已移居其他亞洲國家，因而慣與外國人接觸，較易接受外來

宗教。另外，本地人多看不起這些外來的客家人，甚至壓迫他們，所以鴉片戰

爭後加入一個由外國傳來的教會能令這些客家人得到一些額外的保護。24
傳教方法

客家人既是備受歧視的少數族群，又生活在艱苦的環境，故此，傳教士

較樂於主動地接觸這些弱勢的族群。土客械鬥過程中，由於客家人處於劣勢，

有部份客家人也曾經尋求傳教士的保護，並以承諾事後入教作為要求傳教士伸

手援助的理由。

康熙時代在韶州、惠州入教的本地教徒由於後來的禁教及沒有傳教士的

照顧已逐漸冷淡。但在嘉應的附近的客家村落卻熱烈回應清末傳教士的來臨。

例如土客械鬥後，在廣西邊沿的化州、茂名的客家教徒遷徙至雷州半島及潿州

島，法國傳教士便集中在這些客家村落中傳教。25

天主教在廣東客家地區的傳教工作始於道光年間。起源於一些在南洋接

受了天主教的客家人。他們將信仰帶回自己的家鄉。其中一位的名字是吳東。

他在泰國及馬來西亞檳城謀生時，於1844年領洗入天主教。他後來回到嘉應

（梅縣）的家鄉，帶領了他的鄉親接受天主教信仰。當時離嘉應約五里在梅江

河邊的丙村可能已經有一群信徒。後來吳東身邊願意信教的人越來越多，他便

在1850年邀請一位傳教士來給他們付洗。當時應邀往粵東的是曾在香港傳教三

年多的李神父(Pierre Le Turdu 1821–1861)，26 他是在馬來西亞馬六甲、檳城、

星加坡傳教的李主教 (Michel Le Turdu 1826–1877)的侄兒。27 其後，興寧赤嶺

天主堂、五華元潭天主堂、蕉嶺叟樂天主堂、嘉興州黃塘天主堂、豐順埔寨芳

園天主堂、平遠東石洋背天主堂等亦先後建立起來。28 在福建客家地區也有由

教徒自動發起的傳教活動。29

起初法國傳教士在嘉應一帶工作，並擴展至汕頭、惠陽等地。後來意大

利及美國傳教士也加入在不同地區工作。30 1858年巴黎外方傳教士開始管理由

澳門教區31分割出來的廣州宗座代牧區向客家人傳教。該代牧區於1914年將汕

頭分割出來，成立汕頭宗座代牧區管理客家人聚居的地方。特為客家人服務的

嘉應宗座代牧區，32 自1929年，由瑪利諾會傳教士負責管理，範圍包括梅縣、

大埔、平遠、興寧、龍川、蕉嶺、和平、連平、五華。33

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的方式是在適當的地點，買下土地建聖堂，周

圍建民房宿舍，既有農田，便招人耕種。久之便聚集不少來自嘉應五屬的移

民，姓氏可能超過五十。不久，天主教便在這些人家中傳開了，形成後來有名

的叟樂聖堂村。其他各縣亦有此情形，如五華縣的北斗寨、河源縣的藍田街，

他們世代居住在教堂附近，耕教會的田，住教會的房子，一代代逐漸改善生

活，建造自己的新房子或改行另謀生活。這些教會的良田，由教友承租，產量

高，而租金低，耕者獲利高。後來，美國瑪利諾會福主教，以低價賣給耕者，

實行先進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34

在客家村落一般傳教的方式是神父週遊各站，每處停留不多過八天。

35 主要是考核要理，付洗，行聖事，主持彌撒。修女在神父巡行一個月前，在

客家村落四出探訪先作準備。36 修女在傳教上作出很大的貢獻。她們到鄉村出

差，一住便是一兩個月。她們在那裡替慕道者講道理，為教友小孩預備領聖

事。客家村落的傳教工作，除了神父修女外，便落在傳道員身上。神父因要在

星期日駐守主堂，在其他村落的教徒並不能每星期日參與彌撒，村民便隨傳道

員往聖堂公誦經文，此外按瞻禮齋期表去遵守教會規則，趁墟與罷工日等。37

傳道員則較長期駐守各傳教站同時兼任教師。38

客族在地區上需要保護者。在南京及北京條約後，西方人在中國土地

上成了有軍事、政治、經濟能力的強者，西方的傳教士亦成為這權勢者的一

份子。39 天主教傳教士發覺客家村落比較貧窮，亦比較容易接受新的信仰。可

是，一旦傳教士與客家族群熟落起來，並伸手協助他們排難解紛，則本地村落

便由於歷來土客之間的紛爭，很容易添增了一份對傳教士的敵意，令傳教士很

難再打入本地人的圈子。當整條客家村變成一個進教村時，傳教士是在客家宗

族、方言和地域之外再加上信仰的維繫。傳教士在付洗前要求他們放棄祖先崇

拜、供奉神龕、參與打醮、神功戲等傳統，被別人視為離宗背祖，使這些進教

村落與其他村落更為隔離。40

但是，也有一些人要求入教並非為了信仰，而是希望獲得傳教士的保護

在衙門裡解決一些有關官司的問題。傳教士也明知這些人只為了獲得實質俗世

的利益，但也希望藉此引導他們獲得真的信仰。事實上，結果是整條村往往會

因而慕道進教。41 這些人的進教，表達了那時人們正放下宗族，朝廷的保護而

接受教會及外國人的保護。據說，在1867至1869年之間，傳教士曾組織新安縣

西貢區的教友起來武裝自衛，以抵禦來自上水富豪家族的討伐。事緣當地村民

貧困，成了上水富戶的佃農，但卻無法清繳他們要求的苛徵。42

一個傳教士這樣說：「除了履行牧民職務外，還要為教徒或非教徒排難

解紛。有時還要作辯護律師一般，為貧窮教徒向有權勢的非教徒或官員爭取公

道。近日，我正為一教友村向一非教徒爭取公道，後者用欺騙手法，借助權

勢，企圖宣稱一塊已多年來屬於教友村的公地為他的物業。有些非教徒的領袖

已答允簽署文件向官方證明該地屬於教友村。」43
客家話

十九世紀西方傳教士非常嚮往能到大清帝國統治下的地方，向真正的

中國人傳教。他們有些人甚至穿上唐裝，打扮成中國人一樣。44 為向客家人傳

教，西方傳教士需要學習客家話、制訂拼音法、編寫客家語辭典並出版客家音

的書籍。客家話在不同地區的客族中都能適用，為外國傳教士，學習一種能在

各地通用的方言較為方便。45 聖人福若瑟神父在1881年往山東傳教前，曾在西

貢約兩年學習客家話，聽客家話的告解。46

他們學習客家話是為了應付一般的日常會話及講道。當時教會內的禮儀

仍沿用拉丁文，施行教會的聖事也用拉丁文。傳教士總有僕人隨著巡行各村，

由於他們熟習和能捉摸傳教士的意思，也能權充翻譯員。而教徒或村民都能體

諒。彌撒中大家高聲誦經，遇有還在學習語言不能講道的神父，他們便齊聲朗

誦教義問答代替彌撒中的講道。47

後來的教士便有需要掌握多一點以方言溝通的能力。這時，法國天主

教傳教士雷神父48也提供了以客家語加上法語拼音的書籍。49 其中包括教義問

答、耶穌小傳、領洗及彌撒、告解等應用的句語。後來他還在1901年出版了一

本字典，1926年重編及出版，1937年更出版了一本有法文、中文及客家拼音的

會話集，主題深入有趣而交談內容很尊重中國文化。50 他向客家人傳教的有關

著作包括：客家方言領洗問答、51 客家土談要理略說、52 客家方言彌撒問答、53 客法大辭典。54 差不多同時期，英國耶穌教傳教士也著作了一本客英大辭典。55

客家人入教的困難

客家人向來有強烈的族群思想及鞏固的傳統觀念。在宗教習俗上也表現

出虔信忠誠的態度。客家族群中的祭祖拜山，設立神龕供奉靈主是世俗制度和

普化宗教相混和的傳統，有它存在的社會作用，不容易動搖。56 可是，在信奉

天主教前，他們郤要首先焚毀「迷信物」，放棄供奉神龕等。這是19世紀天主

教傳教士對進教人士的第一個要求。57 所以當時向客家人傳教並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58

傳教士在客家村落中也會遇到一些天主教教規不容許的事情，例如納

妾、棄嬰、童養媳。有些已納妾的客家人便不能入教；他得等待妻妾其中一人

逝世後才能領洗。否則便要等到臨終時才可領洗。59

由於生活貧困及重男輕女思想作崇，客家地區遺棄女嬰甚或溺嬰之風一

向比較盛行，特別是在戰亂和災荒嚴重的年代。為此，地方士紳也曾籌建育嬰

堂，試圖解決這個社會問題，但往往因官僚和豪紳的插手而失敗。教會設立的

育嬰堂作為一種傳教工作，60 收養棄嬰為女童提供文化教育和培養宗教感情，

效果反而顯著。61

童養媳的風俗可見《嘉應州志》：“州俗婚嫁最早，有生匝月即抱養過

門者，故童養媳為多，”又說：“多童養媳，有彌月即抱去，食其姑乳者。”

其實童養媳不但是嘉應州的風俗，還是福建客家地區的風俗。62 針對這一點各

區的傳教士都極力反對。作為傳信部駐華的總務代表，高主教發出通函，禁止

教徒有關嬰孩的婚聘及將女嬰回家接養。〔參閱附錄一〕

鹽田仔

鹽田仔是當時屬於清朝的廣東新安縣的一在西貢附近的小島，人口不

多，又屬於同一氏族，所以有充足條件能全條村進教。後來他們聯同加入教會

的其他村民，自動獻出地方以興建聖堂、住宅和學校。1875年，鹽田仔全島居

民也領了洗。63 1879年及1880年，聖人福若瑟神父也曾到鹽田仔為兩位村民付

洗。64 這條村落是客家與天主教相遇的一個很好的寫照。

傳教士於1866年秋為7位來自鹽田仔的村民付洗，然後在同年聖誕節又

給另外33位島上的陳氏村民付洗。這一批在聖誕同時領洗的村民有陳氏3代。

分別是源字輩的陳源昌 (80歲) ，基字輩的龍基 (43歲) 、星基 (41歲) 、廣基 (27

歲) 、存基 (19歲) ；廷字輩的廷和 (3歲)、廷興 (9歲) 。這是整條客家村三代同

時進教最有根據的例子。〔附錄二：三代同時進教〕

鹽田仔於1872年教徒人數為43，65 1892年為110人；66 直至1959年仍有193

位教徒。傳教士公認他們是傳教區內十分優秀的教友。67 鹽田仔曾產生過一些

選擇以傳道作終生事業的村民，表示起碼有些人很認真地接受了信仰，並深深

地投入教會的工作。鹽田仔村民從事製鹽，由於整條村在一個島上，而且全村

單姓陳，單純而封閉，所以由於宗族的密切關係，結果可以形成一條教友村。

島上沒有祠堂、廟宇、土地神位，它的居民至今仍在教會中活躍參與。除了神

職人員，這條村還有很多從事傳道及教會教育的村民，可說是很成功的傳教例

子。

可是當西貢來往鹽田仔的定期街渡停航，這客觀環境的改變後，教友團

體便告消失。島上最後一人也搬離，今日已無人在該島定居。每年在5月1日前

後的主日，陳姓家族仍一起回到鹽田仔聖若瑟小堂聚會，慶祝聖若瑟勞工主保

瞻禮。現有的小堂建於1890年，其後曾於1949及1962年裝修。最近一次的修葺

於2004年5月完成。鹽田仔這條首先全村進教的村落，於百多年後仍然舉辦一

年一次的象徵行動，算是難能可貴。68

＊本文是作者基於2005年撰寫的“香港客家村落中的天主教”一文，發展而成的初步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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